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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支付、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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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转移支付会通过公共支出领域和税收领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现有体制
下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所产生的缺陷，这种修正因不同转移支付类型和不同地区而有所区

别。同时，存在边际经济增长收益递减效应的县域转移支付会进一步扩张，使得地区间财力差距愈演愈烈。并且，

支出责任、税权划分和转移支付三方格局下的政府间财政资源配置阻碍了县域经济增长，需要从政府间财政关系

角度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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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我国在长期经济分权过程中保持了政治上的高

度集权体制，这种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交错式架

构提供了一种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

理方式（周黎安
［１］；王永钦等

［２］）。这种治理模式在

取得巨大成功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如资源配置

效率低下，以及过分强调ＧＤＰ的政治竞争机制强化

了地方政府在地区保护主义色彩和掠夺型策略行为

等（周业安
［３］；周黎安

［４］；贾俊雪等
［５］）。

不可否认，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在维系政治集权

框架下，依托多重目标任务下的相对绩效评估方式，

以官员委任和晋升为激励手段，中央和地方政府不

断地调整它们的财政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政治集

权背景下的制度裁量和修正具有明显的“事后”特

征：即鼓励地方政府的ＧＤＰ增长竞争以及相应的实

验与创新，针对暴露出来的不足与缺陷，基于政治集

权背景运用政治、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加以弥补。

在这一背景下审视转移支付，似乎不能将其看

做是财政分权格局中相对于公共支出和税收领域的

一个次要内容，而是政治集权背景下试图纠正财政

分权增长机制缺陷、提高分权增长绩效的一个重要

手段和内生变量———当前，无论是转化经济增长方

式、保障民生，还是改善公共品供给，都能看到转移

支付越来越凸显的身影。２０１１年发布的十二五规

划纲要要求“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为此，需要

“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

点”。同时，“建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

加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

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可以预见，在未来

一段时期内，转移支付在政府间财政关系，特别是县

级财政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

现有关于中国财政分权增长的研究普遍集中在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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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层面，对于作为分税制体系中“神经末梢”的县

级财政鲜有涉足，因此，本文可以提供了一个新颖的

研究角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命题

从理论上说，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税收领域和公

共支出领域对财政分权增长机制产生影响。现有一

些文献已经证实了一段时期内辖区间税收政策的策

略性特征（李永友等
［６］），即为了提高本辖区在争夺

外部资源和稀缺性流动资本的竞争能力，辖区之间

必然开展税收竞争。由于财政管理制度的改进、税

收管辖权的归属，以及税收优惠和策略性税收政策

所具有的粗放式特征，这种横向的辖区间税收竞争

没有成为财政分权增长机制中的一个持续性策略。

但是，从纵向的政府级层间来看，收入自治和税收管

辖权划分仍是辖区政府实施经济激励所涉及的主要

内容之一。理论上已经证明，转移支付可能会对地

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产生负面影响（龚六堂

等
［７］），在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

模式下，转移支付规模越大，则意味着“经济人”地

方政府发展辖区经济，“做大做强本级税基”的激励

也会越弱，即转移支付有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

至于公共支出领域，围绕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

支出竞争，为了尽可能提高支出方面的竞争力，辖区

政府就会通过其他非规范手段从私人部门获取可以

使用的资源或减少其必要的支出义务，包括预算外

收入膨胀和辖区各种形式的隐性债务（张军等
［８］）。

这种机制对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驱赶”效应：逐步

使得地方政府将财政收入的重点由预算内转到预算

外、由预算外转到非预算，收入来源上从依靠企业到

依靠农民负担和土地征收，从侧重“工业化”到侧重

“城市化”（周飞舟
［９］）。这一背景下，基于政治集权

背景下的转移支付也能够提供一种纠正作用，特别

是在财力窘迫、支出需求旺盛的政府级层和辖区内，

通过转移支付对辖区政府公共支出的激励和引导作

用，从而产生了一种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领域引资

竞争相反的效应———通过纠正财政支出结构失衡，

保障教科文卫以及社会保障等事业以促进人力资

本、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从而有利于辖区内的经济

增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１：转移支付对分权增长机制的影响不仅

体现在税收领域，也体现在公共支出领域，并且这两

种效应的作用相反。

除了通过公共支出和税收收入对分权增长机制

产生相异的影响之外，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也可能

存在差异，从而使得问题进一步复杂化。Ｄａｖｏｏｄｉ和
Ｚｏｕ［１０］认为，对应性转移支付会扭曲地方政府的支
出行为，对应性转移支付的授权应该属于转移支付

的授予方，而一揽子或非条件型转移支付的权力应

该给承担支出的那级政府。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尽

管存在政治寻租、管理效率等因素的干扰，施加了配

套比例、指定用途等各种附加条件的对应性转移支

付所能体现的调控功能，以及激励和规制辖区政府

公共支出方面的效果会更为显著，而作为地方政府

准自有财源的税收返还和无条件转移支付的效果相

对较弱，地方政府会更倾向于将这部分资源用于

“吃饭财政”和人头费开支以购买“政治支持”（ｃａｉ

和 Ｔｒｉｅｓｍａｎ［１１］），或者如同 Ｂａｒｄｈａｎ和 Ｍｏｏｋｈｅｒ
ｊｅｅ［１２］所指出的，由于相比于高层政府，地方政府更
容易受到地方利益集团的约束，因此它需要在提供

有效公共产品与供养财政人口之间做出权衡以满足

地方特定的利益集团。基于以上思路，本文提出第

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２：不同类型转移支付在财政分权增长机

制的作用存在差异。那种越有利于体现和贯彻上级

政府调控意图的转移支付类型，在转移支付的分权

增长机制中表现越显著。

当前，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转

移支付体系具有明显的逆均等化效应（Ｔｓｕｉ［１３］），转
移支付不但没有起到均等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拉

大了财力差异（尹恒等
［１４］）。那么，作为转移支付体

系的另一通行目标———基于发展考虑的激励作用表

现如何？当前，在地区 ＧＤＰ增长竞争中，发达地区

表现出了更强的竞争优势和经济绩效，包括吸引外

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中的优势格局，以及各地区工

业集聚程度和经济开放进程，也包括教育、卫生、社

会保障、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能力。

这样，地区差距和竞争格局会使得转移支付对分权

增长绩效的影响在辖区间存在一定差异。发达地区

尽管在转移支付分配格局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但转

移支付激励所能够体现的增长效应可能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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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贫穷地区由于其相对孱弱的社会资源和经济禀

赋，转移支付反而可能会创造出相对更高的增长收

益。因此，本文提出了第三个研究假说。

假说３：转移支付的财政分权增长绩效会表现

出地区间差异。其差异表现为转移支付在分权增长

机制中具有收益递减效应，即转移支付在占据有利

分配地位的发达地区中的增长收益反而相对较弱。

中国的财政分权是一个维系政治集权框架下不

断地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过程。那么，转移支付

在财政分权格局中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走向？论文

的基本判断是，由于政治集权背景下财政分权增长

机制的路径依赖和体制惯性，以及政府治理中越来

越明显的多重目标任务模式，利用转移支付控制和

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政策反应，

并得以不断强化。特别是对发达地区而言，一方面，

由于对应性转移支付的调控功能更强，更能体现上

级政府的意图，上级政府对其有着强烈偏好，另一方

面，由于对应性转移支付需要地方政府配套资金，而

发达地区在这方面具有更大优势（Ｔｓｕｉ［１３］）。这样，

论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说。

假说４：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交错结构下的转

移支付存在不断强化的扩张趋势，这种扩张趋势在

发达地区可能表现得更为显著，并使得区域间财力

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论文需要回答一个关键问

题：是继续维系当前这种“小地方税、大地方支出、

大转移支付”格局，通过一个利维坦式的转移支付

体制去弥补不平衡，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致力加强地

方税、赋予地方必要的税收权限、减少向地方政府下

放支出责任和转嫁赤字更加有效？换言之，分权与

集权的最优区间在哪里？

假说５：需要扭转目前这种“小地方税、大地方
支出、大转移支付”格局，寻求转移支付的合适定

位，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当前背景下的县域经济增长。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现有实证研究中对于如何度量财政分权的争议

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究竟应该从支出还是收入领

域来衡量分权；其二则是如何处理转移支付。前期

的研究中往往倾向于使用收入指标来衡量财政分

权，一些研究侧重于财政支出之比来进行衡量，如使

用地方人均预算内外财政支出占地方人均预算内外

财政支出和中央人均预算内外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

来衡量财政分权（王文剑等
［１５］）。新近的一些研究

意识到孤立二者中的任何一方可能都有不妥，开始

结合收入和支出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如傅勇和张

晏
［１６］
使用各省预算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

内人均本级财政支出，并辅助使用人均财政收入分

权指标和扣除净转移支付的人均支出分权指标，但

这种做法却忽略了转移支付的影响。

基于本文研究的思路，论文并没有采用现有研

究中直接界定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通行做法，而是

立足于收入自治、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这三方格局，

通过刻画县域政府行为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

影响，从而提供了对财政分权增长机制的一个新的

观察。为此，论文采用了联立方程模型来实现这一

目标，依次用方程（１）至（４）表示经济增长、地方税、

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的决定方程。并且，论文在定

义变量及构造相应指标时涵盖了现有县级财政体系

中的一般预算收支、基金预算收支和预算外财政专

户收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在数据完整性

方面的不足。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如下：

ｌｎｇｄｐ＝ｆ１（ｌｎｇｒｔｔ，ｌｎｇｒｔｅ，ｌｎｆｅｘ，ｌｎｆｆ，ｌｎｅｐ，ｌｎｅｃ）（１）
ｌｎｔｌ＝ｆ２（ｌｎｇｔｔｔ，ｌｎｇｒｔｔ，ｌｎｆｅｘ，ｌｎｆｆ，ｌｎｅｃ） （２）
ｌｎｅｐ＝ｆ３（ｌｎｅｃ，ｌｎｇｒｔｅ，ｌｎｇｔｔｔ，ｌｎｇｇ，ｌｎｇｓ，ｌｎｆｅｘ，ｌｎｆｆ）

（３）
ｌｎｇａ＝ｆ４（ｌｎｇｄｐ，ｌｎｇｒｔｅ，ｌｎｇｒｔｔ，ｌｎｆｅｘ，ｌｎｆｆ） （４）

方程（１）是增长方程，变量ｌｎｇｄｐ表示各县域范
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水平。在方程右边，

按照前文中理论分析思路，分别控制了转移支付与

县级政府公共支出和税收收入之间的依存度，前者

用转移支付总规模 ｇａ（由税收返还、对应性转移支

付和非条件型转移支付三者合计而成）与县级政府

公共支出ｅｐ和建设支出ｅｃ之和的比例的对数值水

平（ｌｎｇｒｔｅ），后者用ｇａ与县级政府自有税源（用县级
政府共享税收入 ｔｔ、县级政府独立税源 ｔｌ和税收返

还部分 ｇｔ三者之和表示）之比的对数值水平（ｌｎ

ｇｒｔｔ）衡量，用以捕捉转移支付通过地方政府税收和
公共支出领域所可能释放的性质相反的效应（假说

１和假说５）。同时，为了反映“攫取之手”的潜在影

响，引入了ｌｎｆｆ和ｌｎｆｅｘ分别表示基金预算收入和预

算外财政专户收入规模的对数值水平，这样，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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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土地出让金在内的县级政府非税收入情况进行

考察。此外，依照内生增长理论框架和中国经济增

长研究的实证思路，论文在模型中区分了公共支出

（ｅｐ）和建设支出（ｅｃ），按照现有财政收支分类口

径，前者是包括一般预算中的农业支出、林业支出、

水利和气象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支出、医疗卫生支

出、公检法司支出和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以及基金预

算中文教部门基金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土地有

偿使用支出、地方财政税费附加支出之和的对数值

水平（ｌｎｅｐ），而建设支出使用一般预算中的基本建

设支出与基金预算中的工业交通部门基金支出、商

贸部门基金支出和其他部门基金支出（主要用于旅

游开发）之和的对数值水平（ｌｎｅｃ）表示。

在地方税方程里，内生变量是县级政府独立税

源（ｔｌ）的对数值水平（ｌｎｔｌ），独立税源（ｔｌ）用县级政

府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烟

叶税等地方独享税种之和来衡量，解释变量中，为了

反映共享税中的税收分成比率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

响，将税收返还 ｇｔ与地方政府共享税总收入（ｔｔ和
ｇｔ之和）比值的对数值水平（ｌｎｇｔｔｔ）作为一个控制变

量，地方政府共享税收入变量 ｔｔ包括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内。同样，引用了ｌｎｆｆ和ｌｎｆｅｘ

作为另外两个控制变量，并考察建设性支出（ｌｎｅｃ）

对县级政府税收收入的影响。

在公共支出方程中，内生变量是县级政府公共

支出（ｅｐ）的对数值水平（ｌｎｅｐ），在方程右边引入变

量ｌｎｅｃ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联甚至冲突。同样，引
入变量ｌｎｇｒｔｅ、ｌｎｆｆ和ｌｎｆｅｘ控制相关影响。为了验证

假说２，考察对应性转移支付和一揽子或非条件型
转移支付的影响差异，使用一般预算平衡部分中的

专项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

取消农业特产税和降低农业税率、缓解县乡财政困

难、农村义务教育补助之和的对数值水平（ｌｎｇｓ）表

示对应性转移支付，而后者用一般预算平衡部分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和基金预算平衡部分的补助收

入之和的对数值水平（ｌｎｇｇ）来表示。同时，引入变

量ｌｎｇｔｔｔ（共享税返还分成率）来反映税收返还所具
有的不同影响。

方程（４）是转移支付方程，它与前三个方程共

同刻画了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性关

联。论文使用变量 ｌｎｇｒｔｔ和 ｌｎｇｒｔｅ反映既定财政分

权格局，并将 ｌｎｆｆ和 ｌｎｆｅｘ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方程，

集中考察县域经济增长对转移支付的驱动影响，以

验证假说４。

限于县级数据的可得性和滞后性，论文采用了

《２００６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内部资料）》。

剔除缺失值之后的总样本包括全国（不含港澳台地

区）３１个省的２３８８个县级财政单位。同时，为了刻
画不同地区中的群分现象（假说３和假说４），论文

设计了两个子样本，分别是指不包括上级税收返还

和各项补助在内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１亿元
以上的富裕县，这一样本包括１４４８个观测值，占总

有效样本数的比例为６０．６３％；另一类则是指包括

各类型转移支付、一般预算收入、基金预算收入和财

政专户收入等在内的财政收支年终滚存净结余为负

数的贫穷县，这一样本中观测值个数为５０１个，占全
部县样本２０．９８％。

论文在估计方法上使用了３ＳＬＳ法，并设定使用

迭代收敛估计。３ＳＬＳ法较为简洁，它满足一致和渐
进有效性，有利于克服异方差现象，在统计性质上优

于单方程２ＳＬＳ法和 ＬＩＭＬ（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
法），并且，在使用方程组估计时，３ＳＬＳ估计量对于

非正态分布干扰具有稳健性，这相对于 ＦＩＭＬ（完全

信息极大似然估计量）来说具有很大优势。同时，

为了检验论文互为因果性的建模思路，特别是检验

省略变量的偏误影响和方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论

文使用了似不相关回归方法（ｓｕｒ）对联立方程回归
提供佐证。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估计结果如表１－表３所示，分别表示全部县、

富裕县和贫穷县样本的方程（１）－（４）估计结果，作

为讨论转移支付、税收、公共支出和经济增长的相互

关系的基础。总体而言，绝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程

度和模型总体拟合程度较好。对于收入自治、转移

支付和公共支出这三方格局下的县域政府行为及其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影响，能够得到以下几方面

认识。

首先，表１回归方程（１）中变量 ｌｎｆｅｘ系数估计

值表明，预算外收入情况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在富裕县地区也是如此（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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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程（１））。如同现有文献所指出的，由于可控

税收资源的有限性，辖区政府会热衷追逐各种形式

的不规范的非税收入，通过提升辖区在支出方面的

竞争力，以获取ＧＤＰ增长竞争中的更有利地位。但

是在贫穷地区，这种“发展之手”特征并不明显，地

方政府往往更多地充当了“攫取之手”，在有限的财

政资源条件下，地方政府会优先考虑诸如“吃饭财

政”、人头费和行政费开支等方面的需求，这时，如

同表３回归方程（１）中所揭示的，基金收入和预算

外财政专户收入与县域政府经济增长之间就不会是

一种正向关系，相反，对非税收入的追逐可能成为阻

碍经济增长的一种原因。

　表１ 全部县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ｔｌ ｌｎｅｐ ｌｎｇａ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ｌｎｇｒｔｔ －０．５２６ ０．０１８  －０．７０７ ０．０１６  ０．６８３ ０．０３０ 
ｌｎｇｒｔｅ ０．４２０ ０．０４５  －０．８４８ ０．０１９  ０．３７４ ０．０５５ 
ｌｎｆｅｘ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６  ０．３２３ ０．０１３  ０．１６１ ０．００５  －０．１７１ ０．０２４ 
ｌｎｆｆ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９ 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 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ｌｎｅｐ ０．７０３ ０．０３２ 
ｌｎｅｃ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 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９ 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
ｌｎｇｔｔｔ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５ 
ｌｎｇｇ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５ 
ｌｎｇｓ ０．５０２ ０．０１１ 
ｌｎｇｄｐ １．２８８ ０．０５１ 
常数项 ５．０８７ ０．２３５  ４．７９４ ０．１１６  ２．９５２ ０．０８０  ５．２１７ １．４４０ 
ＲＭＳＥ ０．６５３ ０．７１３ ０．２８７ ０．８３５
Ｃｈｉ２ ５１１５．３３ ６９７４．７４ １４００９．９５ １５０３．３１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２）观测数＝２３８８。

　表２ 富裕县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ｔｌ ｌｎｅｐ ｌｎｇａ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ｌｎｇｒｔｔ －０．５１６ ０．０２８  －０．５５８ ０．０２１  ０．６７７ ０．０４６ 
ｌｎｇｒｔｅ ０．４４０ ０．０５５  －０．６７０ ０．０２６  ０．３４１ ０．０７０ 
ｌｎｆｅｘ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０  ０．２３０ ０．０１６ 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８  －０．１１９ ０．０２８ 
ｌｎｆｆ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１０ 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６ 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
ｌｎｅｐ ０．６９９ ０．０４７ 
ｌｎｅｃ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３ 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１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ｌｎｇｔｔｔ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２０ 
ｌｎｇｇ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７ 
ｌｎｇｓ ０．３８１ ０．０１５ 
ｌｎｇｄｐ １．３０９ ０．０７４ 
常数项 ５．６２７ ０．３５５  ５．４０８ ０．１４４  ３．８８６ ０．１２５  －６．７５２ ０．７９８ 
ＲＭＳＥ ０．６１１ ０．６５０ ０．３１８ ０．６５３
Ｃｈｉ２ １５３１．０９ １８５５．９４ ５０７７．９５ １１６４．１６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２）观测数＝１４４８。

　表３ 贫穷县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ｔｌ ｌｎｅｐ ｌｎｇａ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ｌｎｇｒｔｔ －０．５６５ ０．０２８  －０．７０６ ０．０３３  ０．４７３ ０．０２９ 
ｌｎｇｒｔｅ ０．４４７ ０．１０４  －１．０４８ ０．０３１  ０．５７５ ０．０９２ 
ｌｎｆｅ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８ ０．３２２ ０．０３１ 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６ 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４
ｌｎｆｆ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０  ０．０７４ ０．０２３ 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６ 
ｌｎｅｐ １．１２５ ０．０４３ 
ｌｎｅｃ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３ 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９ 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４ 
ｌｎｇｔｔｔ －０．２０６ ０．０８６  ０．１１５ ０．０１６ 

·０９·



续表３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ｔｌ ｌｎｅｐ ｌｎｇａ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ｌｎｇｇ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７ 
ｌｎｇｓ ０．７４０ ０．０１４ 
ｌｎｇｄｐ ０．８５７ ０．０３１ 
常数项 ２．２７０ ０．３５４  ４．４７１ ０．２５０  １．６２９ ０．１０７  －１．５９２ ０．４２９ 
ＲＭＳＥ ０．５４１ ０．６５５ ０．１３９ ０．４４６
Ｃｈｉ２ １８１５．１３ １５５５．２０ ８９４４．３１ ９２６．３７

　注：（１）、、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２）观测数＝５０１。

　　其次，从总体上看，县域政府中存在较为显著的

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现象，作为“ＧＤＰ增长竞争的代

价”（傅勇等
［１６］），县域政府往往需要在经济建设性

支出和公共支出之间作为一种替代式的权衡，这从

表１中的公共支出方程可以看出，变量 ｌｎｅｃ的系数

估计值为 －０．００９。这种趋势在贫穷县地区表现得

更为明显，变量显著性程度也更高，表３的公共支出

方程中，变量 ｌｎｅｃ的系数估计值为 －０．０４７。但在

富裕地区县域政府中，公共支出与经济建设支出之

间存在一种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说明富裕地

区在有利竞争局面下可能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叠加

优势”———辖区内经济禀赋和社会资源积累的一种

良性互动。

再者，从表１－３的地方税和公共支出方程中可

以看出，基金收入和预算外收入具有显著为正的影

响作用。但是，发达地区与贫穷地区相比，在“做大

做强本级税基”的行为动机中，单纯通过非税收入

达到这一目的特征较为微弱（相比较于表３，表２地

方税方程的 ｌｎｆｆ和 ｌｎｆｅｘ系数估计值水平更低），相

反，通过获取各种非税收入进而提升辖区在支出方

面的竞争力的特征却更为明显（相比较与表３，表２

公共支出方程的 ｌｎｆｆ和 ｌｎｆｅｘ系数估计值水平更

高），地方政府行为在此表现出一些细微差异。

最后，地方税方程中的共享税返还分成率

（ｌｎｇｔｔｔ）在三个样本中不是很显著，符号也不一致，

这说明共享税分成比例对地方税收入的影响总体上

较为模糊。当前税制格局和经济形势下，通过培植

独立税种以获取收入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很微弱，结

合地方税方程中ｌｎｅｃ变量的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

府经济建设支出的主要着力点依然是服从我国以流

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格局，地方政府理性的

税收行为依然是追逐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代表的共

享税种。

总体来看，目前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县级政府行

为是一种总体同质化情况下的群分，从方程（１）－

（４）中各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程度和性质来

看，富裕县与贫穷县的分权增长机制具有相似性质，

无论是富裕地区还是贫穷地区的县级政府都一定程

度上能够观察到“援助之手”、“发展之手”和“攫取

之手”的影子。尽管由于存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地

区间竞争对不具有先天优势的地区而言激励效应较

弱（Ｃａｉ和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１１］），但实证结果表明，贫穷地区

也没有出现“破罐破摔”式的极端化行为。这一状

况无疑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交错结构下的必然结

果，以ＧＤＰ为主的政绩考核制度和相对绩效评估方

式下，地方政府积极参与“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同时，地方官员也会效仿其他地方的相关政策来发

展本地经济，这种相互学习和影响不断强化，结合基

于政治集权背景下政治、经济、行政、文化等多种手

段的干预，使得地方官员的行为具有同质性，避免了

地方政府行为上的两极分化。依照对县域政府行为

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总体把握，论文对前文中提出的

若干假说展开检验。

假说１的得证非常明显。从转移支付的分权增

长机制来看，转移支付通过地方政府税收和公共支

出领域释放出了两种性质相反的效应。表１－３的

增长方程中，变量 ｌｎｇｒｔｔ和 ｌｎｇｒｔｅ均显著，并且符号

相反，这意味着二者分别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了性

质相异的影响，前者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而

后者呈现出一种正面的积极作用。这一特征也可以

从表１－３的公共支出方程和地方税方程得到体现，

与理论预期相一致的是，变量ｌｎｇｒｔｔ和ｌｎｇｒｔｅ表现的

是两种性质相异的影响作用。

假说２可以通过方程（１）和（３）的估计结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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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明，表１－３表明，在既定的分权框架下，公共支

出方程中的变量 ｌｎｇｇ和 ｌｎｇｓ对县域政府公共支出

水平存在显著激励作用，并进一步将这种效应传递

至经济增长（３个样本中，增长方程（１）中 ｌｎｅｐ变量

系数估计值水平显著为正，并普遍高于 ｌｎｅｃ变量）。

与理论解释中的预期相一致，各类型转移支付之间

存在明显差异。相对于ｌｎｇｇ和ｌｎｇｔｔｔ变量，ｌｎｇｓ对公

共支出，乃至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这不仅

体现在全部县样本，在富裕县和贫穷县也是如此，这

证明了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财政分权增长机制的

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对应性转移支付作为更能体

现和贯彻上级政府意图的转移支付类型，凭借其相

对突出的预算约束功能和可靠性，从而更有利于保

障教科文卫以及社会保障等社会民生事业，促进人

力资本积聚、社会能力和经济增长，因而在转移支付

的分权增长机制中表现更为显著，相比而言，ｌｎｇｇ和
ｌｎｇｔｔｔ变量的激励效应较弱，但这种影响也具备显著

意义。

对于假说３，表２－３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富裕
县地区的公共支出方程中，共享税分成比例和无条

件型转移支付变量的估计值水平分别为 ０．０９１、
０．０７７，这明显低于贫穷县地区中０．１５５、０．１１０的相

应水平，而富裕县地区对应性转移支付变量的系数

估计值水平为０．３８１，更低于贫穷县地区０．７４０的
估计值水平，同时，这种激励作用进一步传导，使得

贫穷县地区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达到

了１．１２５个百分点的显著作用，明显高于富裕县地
区０．６９９个百分点的增长作用。联系到现有文献中

业已证实的县级转移支付中所体现出的逆均等化效

应，这无疑是在说明，在占据转移支付分配有利地位

的富裕县地区中，转移支付的分权增长绩效反而相

对较弱，而经济禀赋有限、地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贫

穷地区，转移支付这种外部资源反而能够体现出更

高的增长收益，转移支付分配格局中呈现出地区间

经济增长效应递减的现象。

同时，方程（１）－（４）的估计结果也验证了假说
４这样一种经验事实和理论观点：在当前的财政分
权框架下，转移支付具有分权增长绩效，而随着

ＧＤＰ增长又会进一步加大对转移支付的需求规模，

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在富裕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表１

－３中的方程（４）的估计结果表明，ＧＤＰ增长１％，

富裕县、全部县和贫穷县的转移支付总规模会增加

１．３１、１．２８８和０．８５７个百分点，这预示着转移支付
规模会随经济发展而持续扩大，并且，总体来看会以

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张，这无疑是一种瓦格纳法

则意义上的转移支付扩张。同时，从富裕地区到贫

穷地区逐渐递减的扩张趋势意味着，如果不加干预，

转移支付的逆均等化效应会愈演愈烈，而地区间的

财政能力差距也因此进一步扩大。

假说５是全文的关键，也是最需要厘清的一个

问题。结合表１－３中的增长方程、公共支出方程和

地方税方程中变量 ｌｎｇｒｔｔ、ｌｎｇｒｔｅ的性质和系数估计
值水平，以及前文中的 ４个假说证明过程，可以发

现，无论富裕县、贫穷县，还是从总体情况来看，转移

支付、地方税和公共支出三方格局下的分权增长绩

效已经呈现了一种净效应为负的状况，并且，从表２

和表３中可以看出，这种负的净效应在贫穷地区表
现得更为明显。这一现象的缘由在于，富裕地区凭

借自身诸多的经济禀赋和社会资源，以及在“强者

愈强”式的地区竞争优势格局中，转移支付对于地

方政府发展辖区经济的替代作用和负向激励会相对

较弱，对于总效应的负面影响也会相对较小。相反，

在贫穷县地区中，尽管转移支付所创造出的增长收

益相对高于富裕地区，但过于倚重转移支付也会产

生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和依赖心理，这种状况与不

利的地区间竞争局面相结合，就会不断强化 Ｃａｉ和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１１］所提到的“激励陷阱”问题，进而产生比
富裕地区更高的负面影响，当这种负面影响远远超

出转移支付的分权增长收益时，必然是更为明显的

负的总效应特征。

五、结论与启示

从深层次加以解读，转移支付所蕴含的是政治

集权与经济分权交错式架构中财政分权增长机制的

内在逻辑———即鼓励地方政府的 ＧＤＰ增长竞争以
及相应的实验与创新，针对暴露出来的不足与缺陷，

基于政治集权背景运用包括转移支付在内的多种手

段加以弥补。实证结果表明，转移支付通过公共支

出领域和税收领域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方向相反的作

用。在公共支出领域，转移支付发挥了显著的内生

增长效应———通过保障教科文卫以及社会保障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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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生事业，促进人力资本积聚、社会发展和经济增

长，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体制下激励地

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所产生的弊端

和缺陷。这种修正因不同转移支付类型有所差异，

对于中央政府格外偏好的附加各种条件的对应性转

移支付，也确实发挥了相对突出的增长绩效。

无论是从公平考虑，还是从发展考虑，都应该高

度重视转移支付在地区间分配过程中的结构扭曲和

效率损失。从转移支付在地区间的分配结构来看，

实证结果揭示了转移支付在分权增长机制中具有收

益递减效应，即转移支付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发

达地区中的增长收益反而相对较低，而在贫穷县地

区表现得更为显著。并且，论文也证实了当前的转

移支付具有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强化的扩张趋势，可

以预见，如果不加以干预，转移支付的地区间分配不

公问题会愈演愈烈。

但是，如果从战略角度来考察，首先需要解决的

一个关键问题是转移支付在政府间财政关系中的定

位。论文证实了转移支付具有一定的分权增长收益

和绩效，同时也揭示了当前支出责任、税权划分和转

移支付三方格局下的政府间财政资源配置阻碍了县

域经济增长。过度倚重转移支付的格局，一方面偏

离了政府间财政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造成高昂的

地方政府激励的扭曲成本，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各

种类型的策略行为和机会主义做法，削弱了通过集

权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共品统筹供给和跨区域

协调的效果，最终降低了县域中的财政分权增长绩

效。这意味着，面对县级财政“大转移支付、大地方

支出、小地方税”三方格局，不仅需要考虑转移支付

的规模调整和结构优化，也需要考虑下放税收权力，

建立规范意义上的地方税，并优化政府间事权配置，

以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一个亟

须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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